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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异及其关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评估承载能力和制定空间管控政策是

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统筹考虑经

济、社会、资源、生态要素并将其纳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建立基于 DPSIR 理论模型的旅游环境承

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

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

承载力整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并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旅游环境承载力呈现较强的空间集

聚与关联特征，空间关联强度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3)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每增长 1个单位，将带动邻近城市增长0.637 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直接效应，对邻近城市存在不同程度

溢出效应。为有效挖掘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潜力，应重视城际之间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关联与溢出效

应，充分发挥城际之间合作联动作用，推动旅游环境复合系统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 

【关键词】：旅游环境承载力 DPSIR 理论模型 时空分异 空间溢出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2)07-1441-14 

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能有效阐释旅游“人-地”复合系统的交互机理[1,2]。将旅游活动的开展控

制在旅游环境复合系统的承载阈值之内，有助于实现旅游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3]。然而，我

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尚处于中度协调阶段，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往往造成生态环境负荷超载[4],致使旅游环境承载阈值降

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同时，旅游发展要素的区域共享性、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性和

旅游活动的空间流动性[5],共同决定了旅游环境承载能力的提升并非一城之因，而是存在空间溢出的外部性。因此，在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为依据，客观评估区域旅游环境承载能力，探索和制定长三角

城市群旅游环境复合系统的空间优化、跨界联动及其区域管控政策，对有效把握旅游环境复合系统的承载规律与趋势，促进长三

角城市群旅游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协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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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环境承载力指在特定时段内，为确保区域尺度上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旅游环境

复合系统所能持续承载的最大旅游活动强度[6],它是对旅游环境复合系统组成与结构特征的反映。长期以来旅游环境承载力相关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涉及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内涵界定
[1,7,8]

、量化评价
[9,10]

、实践应用
[11]
,及其与旅游产业集聚

[12]
、城镇化

[13]、国土空间功能[14]等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等领域。随着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由简单到完善、由外在表象到内在机制的转

变，量化评价作为实证探讨与揭示旅游环境承载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也日趋多样化和系统化，主要采用单要素分析法[15]、生态

足迹法[16,17]、综合评价模型[18,19,20]、系统动力学[21,22]等评价方法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统计测度。这些研究成果为优化旅游环境承

载力提供重要的参考意义，但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第一，在指标体系上，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理论模型

来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DPSIR 理论模型强调各维度层之间的逻辑架构，并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

生，如何应对”的因果关系蕴含在内，能有效揭示引起环境变化的原因以及如何通过具体政策和管理行为来解决环境问题[23]。第

二，在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城市、旅游景区等小尺度区域，鲜有针对城市群等中宏观区域层面的研究，特别是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导致研究结论示范性与指导性不足。第三，在研究重点上，多忽略了空间因素

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而旅游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依赖性以及不同程度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因素可能导致模

型拟合结果的偏误。 

鉴于此，本文以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相关指标面板数据样本为基础，基于 DPSIR 理论模型构建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以衡量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长三

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整体表现出怎样的动态变化规律?(2)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有怎样的空间分布与关联

特征?(3)不同因素如何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回答上述问题，为提升长三角城

市群整体及各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与区域协调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并为新时期协调区域旅游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等要素

的空间合理配置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根据 2016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划定区域范围，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

徽省 4个省市，共有 26个城市，面积共 21.17 万 km2,2019 年其总人口和 GDP 分别占全国的 5.24%和 10.90%1。长三角城市群是

中国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前沿区，集中了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等国际知名旅游城市。2019年，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总人次达 26.50 亿，旅游总收入达 37886.96 亿元，其中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高达 35.08%2,旅游业已成为长

三角城市群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随着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旅游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不断加

大，其空间差异特征日益凸显，把握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关联规律，探索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调控政策，对

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2 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模型 

1.2.1 评价指标体系 

DPSIR 理论模型较早用于评估环境状况与可持续发展，其从系统论的视角将影响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系统的要素划分为

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响应(R)5 个子系统[24]。本文基于上述 5 个子系统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其中，驱动力子系统、压力子系统分别是导致旅游环境承载力发生变化的潜在因素和直接原因，状态子系统是

在驱动力与压力共同影响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现状，影响子系统则代表着旅游环境承载力发生变化会造成的潜在结果，响应子

系统是针对以上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在指标选取上，遵循科学性、代表性、目的性、可获得性等原则，统筹考虑长三角城市群经

济、社会、资源、生态要素，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初步筛选出36项指标后，结合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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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划、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管理等相关领域 8位专家访谈和咨询结果，最终构建了由 12个维度层、30个具体指标组成

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1.2.2 综合评价模型 

指标权重的合理确定是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基本前提，本文选择既能克服主观赋权的随机性，同时也能将多

指标变量之间的信息重叠问题予以解决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再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模

型[25]。具体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量纲不同，在确定权重之前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Zij。 

(2)同度量化处理。 

测算出第 i年第 j项指标值 Zij在所有统计年份中的比重 Pij,计算公式为： 

 

(3)熵值法确权。 

测算出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效用值 dj和权重 wj,其熵值越低，则效用值越高，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越大，计算公式分别

为： 

 

 

(4)综合评价。 

将指标权重 wj与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Zij进行合成运算，得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TECCi,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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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空间分析方法 

1.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 Tobler 地理学第一定律[26],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相互关联，但相邻较近的事物比较远的事物更为关联，即空间

依赖性更强。承载力在空间上既存在异质性也存在依赖性
[27,28]

,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衡量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城市旅游环

境承载力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及集聚规律。 

(1)全局空间自相关。 

从全域视角来衡量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I指数进行度量，其表达式为
[29]

: 

 

式中：Moran’sI 为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n 为研究区域单元数量；xi、xj分别为区域单元 i 和区域单元 j 的旅游环境承载

力指数；x¯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平均值；S2为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指数越接近1,表明研究区域单元属性

值即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联系越强；越接近 0,表明联系越弱；越接近-1,则表明差异越大。 

(2)局部空间自相关。 

从局域视角来探讨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局部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及集聚性规律，采用局域 Moran’sI 指数的 LISA

统计量进行表征，其表达式为： 

 

其中 LISA 统计量为区域 i 和 j 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局部关联性，其余变量含义与式(6)相同。局域空间格局特征具体可以

分为高-高(H-H)、低-高(L-H)、低-低(L-L)和高-低(H-L)4 种集聚类型。 

1.3.2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基于地理学空间差异性的核心思想，在模型中纳入空间权重矩阵，相对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更

贴近客观规律[30]。相邻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作用会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趋势，继而产生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计

量模型将要素间的空间相关性考虑其中，能客观识别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各影响因素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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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环境承载力的作用程度。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31]。其中，

SLM 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的内生交互效应，SEM模型包含误差项的外生交互效应，SDM 模型则同时包含外生和内生交互效应。SDM

模型的表达式为
[32]
: 

 

式中：TECCit 为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即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β 为各影响因素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系数；ρ 为被解

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φ为解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t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即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

变动的各个因素；μi、vt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εit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SDM模型为SLM 模型和

SEM 模型的一般形式，当φ=0时，SDM 模型退化为 SLM模型；当φ=-ρy时，SDM 模型退化为 SEM 模型。因此，在模型拟合估计

之前，需通过 LM 检验、LR 检验、Wald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等一系列模型适配性检验以确定具体所采用的最优空间计量模型形

式。 

与传统的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不同，本文选取能够综合考虑区域之间的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经济地理嵌套权重

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33],即不相邻地区之间基本不存在相互影响，邻近地区之间具有显著相互影响，并且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

之间相互影响程度越大。 

1.4 数据来源 

自 2000 年起，我国黄金周制度正式开始实施，黄金周客流的集中爆发和假日经济的井喷式增长给旅游地的可持续承载能力

带来巨大考验。因此，本文选取2000年为研究时段起始年，2018 年为研究时段末年。研究所涉及数据中：经济要素相关指标数

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社会要素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

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源要素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文化

与旅游主管单位官方网站；生态要素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对于

少数缺失数据，本文采用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线性插值法加以补充完善。 

2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分异格局 

2.1 旅游环境承载力时序演化规律 

由图 1 可知，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趋势，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由 2000

年 0.136上升至 2018 年 0.233,年平均增长 0.98%。表明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社会保障体系愈加健全，旅游经济基础愈加发

达，旅游经营管理理念愈加先进，旅游生态保护投入愈加重视，其旅游环境承载水平逐步优化。此外，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

载力指数于 2011 和 2017 年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但随后 1～2年又恢复至原有水平，表明旅游环境复合系统具有不稳定性，旅

游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贯穿于旅游发展始终。 



 

 6 

 

图 1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时序变化 

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系统中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5个子系统均呈现平稳发展特征(图 2)。

其中，驱动力子系统指数在研究期内呈波动上升态势，为旅游环境承载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压力子系统指数呈

现出先降后增的发展态势，且整体上高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表明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旅

游资源环境承受较大压力的基础之上，旅游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状态子系统指数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

资源状态和生态状况治理与改善作用显著。影响子系统指数呈缓慢增长态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虽然具有

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效益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响应子系统指数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发展态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旅游环

境承载力提升发展过程中在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对策和措施，但近年来响应力度有所降低，长三角城市

群在优化旅游环境承载状况方面仍缺乏政策的延续性，需要进一步提升旅游环境承载力。 

 

图 2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各子系统评价指数时序变化 

2.2 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异规律 

为探讨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状况，本文运用 ArcGIS10.2 软件中自然断裂法将旅游环境承载力

指数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 4个等级，并基于 2000、2006、2012 和 2018 年 4个时间截面进行空间可视化

与对比分析。由图 3可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和地域不均衡性，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

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来看，(1)旅游环境承载力大致以“杭州市-嘉兴市-苏州市-上海市”为界

限，呈现出南北两极分化格局。该界线以南地区多为旅游环境承载力高水平、较高水平集聚区，界线以北多为旅游环境承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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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低水平集聚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与区域内部旅游产业结构及能耗强度格局大致契合，这表明影响长三角城市群

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因是本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但受周边地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2)以上海市、南京

市、苏州市、杭州市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较高，且持续保持领先水平。究其原因，这些城市旅游经济发达、

旅游科技创新能力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而使得其具有较强的旅游经济与社会环境驱动力，能有效改善旅游资源与

生态环境状态，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相比而言，以滁州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等为代表的边缘城市旅游环境

承载力水平较低，这与其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与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薄弱、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

调水平不高有着密切关联。 

 

图 3 2000、2006、2012 和 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空间分异格局 

2.3 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关联特征 

2.3.1 全局空间关联特征 

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运用 Stata16.0 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如表 1 所

示，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全局 Moran’sI 指数处于 0.077～0.256 之间，多数年份 P值小于 0.1,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较显著空间关联特征。从总体上看，全局

Moran’sI 指数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具体而言，2000～2003 年呈上升趋势，2003～2011 年呈下

降趋势，2012 年又回升至高值水平，但 2014～2018 年又呈下降趋势，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全局空间关联

呈现由强相关向弱相关演变的特征，年际间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反映出旅游环境承载力全局空间格局关系特征尚未形成稳态，空

间相关性有所降低。此外，虽然2014～2018 年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并不显著，但这并不能判断任一区域单元

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与邻近区域单元不存在空间关联关系：一方面这与空间权重矩阵强制割裂了原有的空间联系有关，另一方面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相关性可能只存在于部分地区，或者存在正相关与负相关地区相互抵消的情况而使得旅游

环境承载力全域空间自相关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因此需要计算局域 Moran’sI 指数来考察旅游环境承载力局域层面的空间

自相关性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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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全域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Moran’sI P 值 年份 Moran’sI P 值 

2000 0.148 0.081 2010 0.140 0.078 

2001 0.197 0.025 2011 0.077 0.193 

2002 0.208 0.027 2012 0.256 0.016 

2003 0.255 0.017 2013 0.143 0.079 

2004 0.219 0.026 2014 0.122 0.107 

2005 0.237 0.022 2015 0.125 0.107 

2006 0.227 0.027 2016 0.126 0.110 

2007 0.206 0.036 2017 0.097 0.169 

2008 0.177 0.050 2018 0.103 0.153 

2009 0.148 0.068    

 

2.3.2 局域空间关联特征 

局域 Moran’sI 指数能有效反映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及集聚变化规律。利用局域 Moran’sI 指数对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这里选择 2000、2006、2012 和 2018 年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 ArcGIS10.2

软件将这 4个时间截面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局域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可视化(图 4)。综合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主要处

于第一象限高-高(H-H)集聚区和第三象限低-低(L-L)集聚区，处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城市占全部样本的平均比重达 61.5%,进一

步证实了前文全局 Moran’sI 指数所表明的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全域空间相关性客观存在的初步判断。具体来看：高-

高(H-H)集聚区。此种类型集聚区与其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均居于高位，集聚区城市对周边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的扩散

效应明显，此类城市数量较少并呈“增多-减少-增多”的“N”字型发展格局。其中，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一直为旅游环境

承载力的热点区域，表明这三个城市自身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高，同时其相邻城市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也较高，因此形成旅游

环境承载力水平较强的集聚区域。高-低(H-L)集聚区。此种类型集聚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高，但其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

数低，集聚区城市对周边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的极化效应明显，此类城市数量较少，主要为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区域的杭州市、宁

波市、金华市等位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周边的高值城市。(3)低-高(L-H)集聚区。此种类型集聚区旅游环境

承载力指数低，但其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高，集聚区城市易受到周边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域的“袭夺”效应影

响，此类城市数量较少，主要为长三角城市群北部区域的盐城市、泰州市、马鞍山市等位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高和较高值区周

边的低值城市。(4)低-低(L-L)集聚区。此种类型集聚区与其周边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均居于低位，此类城市数量较多并呈

“减少-增多-减少”的倒“N”字型发展格局，主要为长三角城市群西北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呈低速增长的城市。其中，滁

州市、芜湖市、安庆市、池州市、铜陵市、扬州市一直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冷点区域，表明这六个城市自身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

低，同时其周围城市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也较低，因此形成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较低的集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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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06、2012 和 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局域空间关联特征 

3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 

3.1 影响因素选择 

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识别其影响机理与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为推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空间管控提供理论

支撑。旅游环境承载系统是典型的动态复合系统，可能受经济、人口、社会、科技、产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结合旅游环

境复合系统特征，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可得性，立足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基础、条件和趋势，本文选取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游客密度、环境规制强度、科技进步水平、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效率作为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潜在因素
[11,35,36,37,38]

。(1)经济发展水平(ECO):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更加注重城市空间的有序开发、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旅游

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有助于提高旅游环境承载能力，本文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表征。(2)游客密度(DEN):游客规模的增加

会加大对旅游地物质资源的基础需求，旅游活动产生的大规模废物排放会加剧旅游地承载压力，从而对旅游环境承载力产生负

面影响，本文采用游客数量与地区年末总人口之比进行表征。(3)环境规制强度(ERS):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手段能有效倒逼企业技

术改革与创新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进而达到优化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目的，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

GDP 比重进行表征。(4)科技进步水平(TEC):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创新，将有效提升旅游环境承载的潜力，起到放大旅游环

境承载力的作用，本文采用 R&D 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进行表征。(5)旅游产业集聚(TIA):产业集聚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

旅游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以及竞争优势能有效促进区域旅游环境承载能力的提升，本文通过测度旅游收入区位

熵
[28]
进行表征。(6)旅游生态效率(EFF):旅游生态效率反映了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促进旅游节能减排、提质增效、

可持续承载提供有力保障，本文通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模型[39]测度得出。 

3.2 空间计量模型适配性检验与选择 

依据上述分析结果，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并表现出 H-H、L-L集聚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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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考虑到空间交互项的存在，这里采用SLM、SEM 和 SDM模型估计不同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以尽可

能地避免忽视空间效应而带来的偏误。根据检验与判定规则，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如表 2所示，首先，LM检验结果显示，

SLM 模型中 LM 统计量和 RobustLM 统计量均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SEM 模型中 LM 统计量和 RobustLM 统计量均通过 1%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SEM 模型和 SLM模型可能同时存在，此时则倾向于选择 SDM模型。其次，Wald 与 LR检验结果显示，SLM

模型和 SEM 模型均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SDM 模型不能简化为 SLM 模型或者 SEM 模型，即 SDM 模型为最优模型。最

后，Hausman 检验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最终采用固定效应 SDM 模型对长三角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

进行拟合估计。 

表 2空间计量模型适配性检验结果 

统计量 数值 P值 

LM_Spatial lag 448.930 0.000 

RobustLM_Spatial lag 89.610 0.000 

LM_Spatial error 382.572 0.000 

RobustLM_Spatial error 23.253 0.000 

Wald_Spatial lag 15.18 0.010 

LR_Spatial lag 15.40 0.017 

Wald_Spatial error 13.09 0.042 

LR_Spatial error 12.85 0.045 

Hausman 11.26 0.047 

 

固定效应模型分为时期固定、个体固定和双固定 3 种交互效应模型，不同 SDM 模型的最优选择，需要根据不同模型估计的

对数似然值(LogL)、拟合优度(R2)等来综合判断。在 3 种不同交互效应 SDM 模型估计结果中(见表 3),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 LogL

值和 R2相较于其他两类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其中，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双固定效应模型 LogL 值接近，但前者的R2是后者的将近

两倍，因此个体固定效应 SDM 模型要优于时期固定效应 SDM 模型和双固定效应 SDM 模型。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个体效

应 SDM 模型的空间溢出系数 ρ 值为 0.637,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关

联和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带动效应或示范效应明显，即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每增长 1个单位，将

带动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增长 0.637个单位。但是，SDM 模型估计得出的影响系数并不代表真实的边际效应，各影响因

素的真实边际效应需通过偏微分方法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空间效应分解[40]。 

3.3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析 

如表 4 所示，在个体固定效应 SDM 模型基础上，采用偏微分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各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

应进行分解。结果表明： 

表 3不同交互效应 SDM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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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时期固定 个体固定 双固定 

ECO 

0.115*** 0.068*** 0.084*** 

(6.86) (3.28) (3.85) 

DEN 

0.000*** 0.000*** 0.000*** 

(5.76) (11.75) (13.85) 

ERS 

-0.934*** 1.544*** 1.525*** 

(-2.63) (7.83) (8.22) 

TEC 

1.572*** 0.320*** 0.584*** 

(7.05) (3.14) (5.65) 

TIA 

0.025
***
 0.017

***
 0.013

***
 

(3.87) (3.43) (2.88) 

EFF 

0.114*** 0.009 0.011 

(8.52) (1.14) (1.50) 

W×ECO 

0.133*** -0.057*** 0.037 

(3.21) (-2.66) (0.75) 

W×DEN 

-0.000 -0.000*** 0.000 

(-0.66) (-3.73) (1.19) 

W×ERS 

-4.443*** -0.165 0.837 

(-4.44) (-0.38) (1.60) 

W×TEC 

-0.053 -0.518*** 0.836*** 

(-0.10) (-2.81) (3.09) 

W×TIA 

0.036** 0.003 0.003 

(2.46) (0.36) (0.39) 

W×EFF 

0.008 -0.018 0.008 

(0.20) (-1.01) (0.45) 

N 494 494 494 

R2 0.207 0.464 0.258 

ρ 0.211*** 0.637***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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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14.95) (-1.67) 

LogL 700.1908 1082.7362 1160.432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表 4个体固定效应 SDM模型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效应 

ECO 0.066
***
(3.29) -0.036(-1.40) 0.030(1.43) 

DEN 0.000***(9.09) -0.000*(-1.65) 0.000(-0.37) 

ERS 1.704***(8.08) 2.206**(2.04) 3.909***(3.27) 

TEC 0.267**(2.48) -0.799*(-1.66) -0.531(-0.99) 

TIA 0.019***(3.45) 0.035(1.39) 0.054*(1.88) 

EFF 0.007(0.79) -0.029(-0.59) -0.021(-0.39)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1)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066,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036,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科技进步水平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 0.267,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799,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进步水平提高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但会通过负向溢出效应抑制邻

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进步水平发达的城市往往能为改善旅游环境、提高承载能力提

供雄厚资金支撑和高新技术支持。但由于其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也更高，容易对邻

近城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要素产生“虹吸效应”,这将不利于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提升。 

(2)游客密度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仅为0.000,并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旅游生态效率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007,

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029,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游客密度提高与旅游生态效率提升对本地及邻近

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长三角城市群旅游资源分布较为均衡，区域旅游承载压力得以缓解，且

旅游生态效率较高的城市，旅游碳排放、水污染等环境污染压力较小，因此尚未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3)环境规制强度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 1.704,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 2.206,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不仅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而且还通过正向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城

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究其原因，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不断增长，2018 年达到 1413.87 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12.42%,表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治理专项资金利用效率较高，环境规制具有的创新效应、成

本效应、壁垒效应对于优化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产业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提高旅游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4)旅游产业集聚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0.01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溢出效应估计系数为0.035,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但对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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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竞争优势、品牌效应、规模效应、环境效应等较为显著，为地区旅游产

业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助力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优化提升。同时，由于旅游产业集聚的地域性表现为较强的本地效应，造

成其对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 2000～2018 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 DPSIR 理论模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衡量了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同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及其空间溢出效

应。研究发现：(1)从时序演化和空间分异规律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年平均增长

0.198%,大致以“杭州市-嘉兴市-苏州市-上海市”为界限，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该界线以南地区多为

旅游环境承载力高水平、较高水平集聚区，界线以北多为旅游环境承载力低水平、较低水平集聚区。(2)从空间关联特征来看，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且空间关联强度呈“上升-

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其中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一直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热点区域，滁州市、芜湖市、

安庆市、池州市、铜陵市、扬州市一直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冷点区域。(3)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

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每增长 1 个单位，将带动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增长 0.637 个

单位。具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进步水平提高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

境承载力提升，但会通过负向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游客密度提高与旅游生态效率提升对本地及邻近城

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还未产生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不仅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发展，而且还会通过正向溢

出效应推动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发展；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会推动本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但对邻近城市旅游环境承

载力提升尚未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促进新时期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优化与区域调控的建议。首先，因城施策，

缩小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区域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环境承载水平处于不同阶段，各地需根据实际情况来诊断自身旅游环

境承载力发展的不足，制定差异化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优化政策，多举措优化旅游承载环境复合系统，缩小旅游环境承载力的

区域差异和不均衡。其次，重视外生多重因素驱动，助力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应加快地区经济发展、适当控制游客规模、

完善环境规制制度、重视科技创新驱动、提高旅游生态效率、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尤其要重视发挥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的创新

效应、成本效应、壁垒效应以及科技进步的绿色提升效应等优势，进而提升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最后，发挥承载力空间溢出效

应，共谋旅游可持续发展。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在各城市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应充分发挥上海市、南京

市、苏州市和杭州市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示范与扩散效应，提升滁州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等为代表的

边缘城市旅游环境承载潜力，推动旅游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等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提高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性，统筹谋划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优化与空间管控政策时，应以生态文明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为

引领，加强相邻城市间旅游资源环境承载政策及技术合作，推动区域间协调互动和旅游业联动发展，稳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战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空间因素引入到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中，选择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探索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对

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空间管控、跨界联动及相关调控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于研究区域仅限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

性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他区域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验证，未来可以选取我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一带一路、

边境地区等区域面板数据进一步探讨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并分区细化研究，亦可基于“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探讨各城市群

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内部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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